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儿童期心理虐待可能是儿童虐待与忽视类型中

最具普遍性的虐待类型 [1]，虽然儿童期心理虐待因

其施虐结果无外显性，施虐行为的无意识性常被忽

视，可它却严重影响儿童认知、社会性、情感和躯体

发展 [1]。儿童期心理虐待与儿童的不安全依恋类

型、发展和教育问题、社会性问题、破坏行为有关[1]，

也是导致成年期精神疾病的风险因子，特别是抑郁[2]。

儿童期虐待这类创伤经历会导致个体在童年期或青

春期，形成可以影响儿童一生的早期适应不良图式

（Early Maladaptive Schemas，EMSs），该图式会稳定

存在于儿童头脑中，对其终身造成消极影响[3]。EMSs
会加剧个体的抑郁倾向，甚至是导致个体形成对消

极信息做出抑郁反应的稳定行为倾向，即特质抑

郁[3]。

反刍思维是一种消极的认知方式，是指个体将

注意指向当前所关注的行为和思想，并且反复思考

情绪本身、情绪产生的可能原因以及可能带来的后

果，并不采取积极的问题解决策略的现象[4]，如思考

“我感到很糟糕”“我无法集中注意力”等[5]。有研究

者 [6，7]把反刍思维看作是一种重复思考困境且沉浸

其中无法自拔，同时限制了主动沟通和行动能力的

人格特质，而且虽然消极事件已经过去，倾向于反刍

思维的个体却依然沉浸于消极情绪之中[8]。

Nolen-Hoeksema认为反刍思维与儿童期虐待

经历有关[4]。反刍思维是儿童在受到父母虐待后逐

渐掌握的可以有效应对问题的策略，当面对父母的

虐待行为时，儿童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分析和评估父

母虐待行为的动机和暴力行为的信号，目的是预测

父母的虐待行为并且能够有效避免再次遭到惩罚[9]。

可在儿童早期个体的情绪管理策略发展不健全，强

烈的虐待行为就会让儿童产生无法控制环境的感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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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而产生反刍思维[10]。父母在生活中消极的行为模

式，也可能成为儿童形成反刍思维的榜样[10]。

相较于非反刍个体，反刍个体经历了更多更严

重的抑郁症状、抑郁发作和更缓慢的抑郁康复 [7]。

一些相关研究 [11]和纵向研究 [9，12]表明反刍与更长时

间、更严重的抑郁情绪有关。Nolen-Hoeksema[5]将

被试分为“25-35岁”、“45-55岁”、“65-75岁”三组，

采用前瞻性纵向研究，研究开始进行第一次测量，一

年后第二次测量，结果表明，反刍思维能够预测个体

抑郁。研究者[13]考察成人压力性生活事件、反刍思

维和抑郁的关系，在12个月内对成年人进行两次调

查，结果表明反刍思维预测个体抑郁。

一些研究表明，个体的反刍思维是童年期虐待

经历导致个体抑郁的心理机制。曾庆巍等人[14]研究

发现，个体的反刍思维与其儿童期遭受的心理虐待

关系密切，反刍思维在儿童期心理虐待和特质抑郁

间起到中介作用。而且遭受了情感虐待的个体也是

如此[11]，家族心理健康史、社会剥夺和经历的虐待事

件导致的个体高水平的抑郁和焦虑情绪，也绝大多

数是通过反刍思维起作用的[15]。

沉浸反刍是个体对当前环境和未完成目标间的

被动性比较，是一种对自我情绪被动且批判性的沉

思；反思反刍是个体有目的调整认知，寻找解决策略

从而缓解抑郁症状的思维，是一种对自我情绪的主

动性沉思 [16]，即沉浸反刍是适应不良的思维方式。

相反，反思反刍似乎更多的是一种适应性思维方

式[16-18]。而且，纵向研究[17]发现，随着时间流逝，沉浸

反刍能有效预测青少年（尤其是女孩）的抑郁症状，

而不是反思反刍。因素分析结果显示，在无抑郁史

组和有抑郁史组中，沉浸反刍和反思反刍的作用存

在明显差别，但是当前正处于抑郁情绪中的个体的

沉浸反刍和反思反刍的差别很模糊[19]。而且，Joor⁃
mann等人[20]研究发现，当前抑郁组（MDD）比抑郁史

组（FD）的沉浸反刍得分更高。虽然反刍思维在虐

待经历和抑郁情绪间的中介作用已经被证实，但沉

浸反刍和反思反刍与个体抑郁情绪间的关系不同，

这种差异性可能来源于沉浸反刍与反思反刍的不同

性质[16]。

综上所述，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反刍思维在儿

童期心理虐待和特质抑郁间的中介作用，假设反刍

思维的中介作用是通过沉浸反刍实现的，即沉浸反

刍是儿童期心理虐待和特质抑郁间的中介变量。

1 对象与方法

1.1 对象

采用方便取样，选取哈尔滨师范大学大一到大

四及研究生共720人，在自习课上集体施测，获得有

效问卷 603份，有效率为 83.8%。其中，大一 134人

（22.2%），大二137人（22.7%），大三144人（23.9%），

大四76人（12.6%），研究生112人（18.6%）。男生92
人（15.3%），女生 511人（84.7%）。完整家庭 525人

（87.1%），离异家庭 37 人（6.1%），再婚家庭 20 人

（3.3%），父亲或/和母亲去世21人（3.5%）。

1.2 工具

1.2.1 儿童期心理虐待量表 由潘辰等人[21]编制，

包括恐吓、忽视、贬损、干涉、纵容五个维度，23道题

目，采用Likert五点量尺自陈回答（0-4分）。分数越

高，表明心理虐待越严重。

1.2.2 状态特质抑郁问卷 (State-Trait Depression
Scale，STDEP) 由 Spielberger等人编制，雷智慧等

人 [22]修订了中文版问卷。该问卷包含 32个题目，2
个分量表，即状态抑郁分量表（S-DEP）（16个题目）

和特质抑郁分量表（T-DEP）（16个题目）。每个分

量表由快感缺失（euthymia）和情绪恶劣（disthymia）2
个因子组成，各 8个项目。采用 1-4级评分，2个分

量表独立计分，得分越高说明抑郁情绪越严重。本

研究使用特质抑郁分量表（T-DEP）测量被试的特质

抑郁水平。

1.2.3 反刍思维量表（Ruminative Responses Scale，
RRS） 反 刍 思 维 反 应 方 式 量 表 是 由 Nolen-
Hoesksema[4]编制，韩秀和杨宏飞 [23]修订了该量表。

整体量表共包含 22个题目，1-4点计分，1表示“从

不这样”，4表示“一直这样”，分数越高表示个体的

反刍水平越高。Treynor等人[16]为了避免该量表与抑

郁量表题项重合导致的高相关问题，删除了与抑郁

症状重合很明显的12个题项，获得了由沉浸反刍和

反思反刍组成的两维度量表，并且验证两维度反刍

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和重测信度较好，与抑郁呈中

等程度相关 [24]。本研究采用 Treynor的维度划分方

法，使用两维度的反刍思维量表。

1.3 施测和统计分析

以班级为单位集体施测，所需时间约 10分钟。

问卷施测前由主试向被试宣读指导语及保密原则，

施测后集体收回问卷。将所得数据录入 SPSS20.0，
使用Pearson相关分析考察心理虐待、沉浸反刍、反

思反刍和特质抑郁间的相关性。采用Mplus7.0，建
立结构方程模型，使用稳健极大似然估计（Robust
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or，MLR）检验沉浸反刍

和反思反刍在心理虐待和特质抑郁间中介作用。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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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方法检验沉浸反刍和反思

反刍中介作用的显著性。

2 结 果

2.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

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进行检验，在探索性

因素分析中放入涉及到的所有变量，未旋转的因素

分析结果显示，第一个公共因子的解释率仅为

21.879%，而且析出较多因子。由此可以推断共同

方法偏差在本研究中未造成严重影响。

2.2 各变量间的相关分析

表 1列出了主要变量的平均数、标准差和相关

矩阵。结果显示，心理虐待、反思反刍、沉浸反刍和

特质抑郁间均呈显著正相关。

2.3 沉浸反刍和反思反刍在心理虐待和特质抑郁

间的中介作用

对所有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，在Mplus7.0中建

模，采用稳健极大似然估计（Robust Maximum Likeli⁃
hood Estimator，MLR）检验沉浸反刍和反思反刍在心

理虐待和特质抑郁间的中介作用。模型拟合指标见

表 2。各项拟合指标均良好，因此这一模型可以接

受。

从附图可知，除反思反刍到特质抑郁的路径系

数不显著（P>0.05）外，其他路径均显著。为了进一

步检验沉浸反刍和反思反刍的中介作用，按照温忠

麟和叶宝娟[25]的中介效应检验流程，采用非参数百

分位 bootstrap法（本研究抽取了 1000次）检验中介

效应的显著性。检验结果如表 3所示，沉浸反刍

95%置信区间未包含 0，效应值为 0.026；反思反刍

95%置信区间包含 0，效应值为 0.002。说明沉浸反

刍的中介效应显著，而反思反刍的中介效应不显著。

表1 各变量的Pearson相关系数（n=603）

注：*P<0.05，**P<0.01，***P<0.001，下同。

表2 反刍思维两维度在心理虐待

和特质抑郁的中介模型拟合指数

附图 沉浸反刍和反思反刍的中介作用

路径

心理虐待—沉浸反刍—特质抑郁

心理虐待—反思反刍—特质抑郁

间接效应

直接效应

标准化的间接效应估计值

0.181×0.141= 0.026
0.156×0.012=0 .002

0.028
0.399

效果量

6.1%
0.5%
6.6%

93.4%

95%置信区间

下限

0.002
-0 .014

上限

0.049
0.018

表3 对中介效应显著性检验的Bootstrap分析

心理虐待

反思反刍

沉浸反刍

特质抑郁

χ±s
18.615±11.695
11.156±2.718
12.012±2.625
30.567±7.099

心理虐待

1
0.164**
0.179**
0.440**

反思反刍

1
0.639**
0.164**

沉浸反刍

1
0.221**

特质抑郁

1

模型

χ2/df
2.723

RMSEA
0.053

TLI
0.965

CFI
0.980

SRMR
0.034

3 讨 论

心理虐待这类创伤事件，因其行为目的无意识

性、行为后果的内隐性经常被人们忽视，造成的消极

后果却是很严重的。本研究发现，是沉浸反刍而不

是反思反刍在心理虐待和特质抑郁间起中介作用。

Raes和Hermans[11]的研究结论也证实了反刍思维是

情感虐待和抑郁的中介因素，并且发现是经过沉浸

反刍而不是反思反刍起作用。Verstraeten，Vasey和
Raes[26]使用3波段(基线时间、间隔6个月、间隔12个
月)前瞻性设计，调查了138名9-13岁儿童的反刍思

维亚类型和抑郁症状的关系，结果显示沉浸反刍能

够预测儿童当前的抑郁症状，但当控制了儿童的基

线抑郁症状后，6个月和12个月两个时间间隔下，沉

浸反刍均不能够前瞻性的预测抑郁发生。这个结果

与 Treynor等人 [16]、Burwell和 Shirk[17]的结果不一致。

可能是因为有关沉浸反刍影响的前瞻性测验，受到

了三种时间条件下(基线水平、间隔 6个月、间隔 12
个月)抑郁症状高相关的破坏[26]。以往研究也表明，

不管是成年人[11，16]，还是青少年[[17，27]，均是沉浸反刍

与抑郁关系密切。但Kwon和Olson[28]的结果却表明

沉浸反刍和反思反刍与抑郁的关系没有明显的区

别，沉浸反刍和不成熟的防御机制的交互作用是导

致个体抑郁的最严重的问题因素，反思反刍和成熟

的防御机制的交互作用，为个体进行有效的问题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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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提供了最好的条件。

有研究[11]发现，当控制反思反刍变量后，沉浸反

刍确实在情感虐待和抑郁间起中介作用，但是，控制

沉浸反刍后，无法得到反思反刍的中介作用。可能

是因为沉浸反刍与适应不良的应对策略有关，反思

反刍与适应性应对策略有关[17]。为了具体确定是否

沉浸反刍是适应不良的，反思反刍是适应性的，Joor⁃
mann等人 [20]调查反刍思维两维度与认知偏向的关

系，结果发现，沉浸反刍与消极刺激（如悲伤的面孔）

注意偏向有关，而反思反刍与消极刺激注意偏向无

关。虽然这似乎表明，沉浸反刍是一种适应不良反

刍，可一些研究考察反思反刍与当前抑郁的关系，认

为反思反刍也可能是一种适应不良反刍 [29]。Joor⁃
mann等人 [20]同样认为，对于抑郁个体来说，沉浸反

刍和反思反刍可以轻而易举的存在于个体之中。也

就说明，拥有消极图式个体的反思反刍也很容易转

变成为适应不良的应对策略[30]。因此，沉浸反刍和

反思反刍并非完全独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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